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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考古现场保护主要以应急保护技术与临时加固材料的研究和应用为主，而关于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少

有报道。 本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保护构建了由考古舱、考古舱环境调控系统、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土遗址监测

系统、区域气象站、预防性保护措施、监测信息智能管理平台组成的预防性保护体系。 发掘前，通过土遗址监测系

统和区域气象站获取文物埋藏环境信息和区域气象信息，为考古舱内环境设置提供了依据。 发掘过程中，采取舱

内温湿度调控、保湿、空气杀菌净化、控制舱内人数与新风换气等预防性保护措施，达到控制考古舱温湿度、减少细

菌和真菌总数、降低舱内 ＣＯ２ 浓度，减缓象牙等文物失水速度的目的，有效控制了出土文物开裂、酥粉、霉菌暴发等

病害发生，为考古发掘与保护赢得了时间。 三星堆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的创新探索与实践为以后重要遗址

的现场保护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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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１９３０ 年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第一届艺术品保

护科学方法研究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文物预防性

保护”概念，此后，国内外文物保护专业人士对其理

论进行完善与实践探索［１］。 我国对于文化遗产预

防性保护理论研究与实践起步相对较晚。 １９９５ 年，
国家科委实施了《影响文物保护的环境因素及环境

质量标准》课题研究，这标志我国将文物保存环境

与病害成因关联研究纳入文物保护研究的重要范

畴［２］。 其后，我国学者相继开展了环境因素对文物
的影响［３ － ４］、野外文化遗产保存环境评价［５ － ６］、馆藏
环境控制理论及监控技术研究［７］。 ２０１５ 年颁布的

《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方案编写规范》对馆藏文物

预防性保护理念、保护内容、保护方法做出了阐

释［８］，为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技术研究与应用提供

了方向。 ２０２１ 年出台了一系列有关馆藏文物监测

终端和预防性保护设备的基本参数、技术要求及评

定方法的行业标准。 然而，目前国内外有关文物预

防性保护理论与技术主要针对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调

控及露天文化遗产（如石窟寺、大遗址）的监测预

警、防灾减灾、环境监测等方面，而针对考古现场系

统开展预防性保护的案例暂没有实例报道。 考古现

场预防性保护是针对发掘过程中的风险进行识别与

分析，通过主动改善发掘、运输、临时保存过程中的

环境，提升保护技术，提前消除一些对出土文物保护

不利的因素来达到延长其寿命的目的。

１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概况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鸭子河
畔，发现于 １９２９ 年，根据已有调查勘探资料，三星堆

遗址总面积约 １２ 平方公里，城址面积约 ３． ５ 平方公

里，距今 ４５００ ～ ３０００ 年，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范

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

遗址。 １９８６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一、二号

祭祀坑进行了发掘，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
象牙、海贝、陶器等各种类型文物及彩绘颜料（铜器

表面与泥土中有残留痕迹）和其他残留物（如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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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纺织品残留物） ［９］。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采取探方与探沟方式在一、二号祭祀坑周边

进行了系统性考古勘探。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初，勘探出

三号坑，其后又相继发现了四、五、六、七、八号坑。
勘探过程中相继探出灰烬、铜渣、金器残件和象牙

残渣。 三至八号坑器物层埋藏深度分别为 １. ３０ ～
２. ０２ ｍ、０. ９３ ～ １. ４８ ｍ，０. ５２ ～ ０. ６８ ｍ、０. ７２ ～ １. １９ ｍ，
１. ４７ ～ １. ９０ ｍ、１. ４０ ～ ２. ２０ ｍ，各个坑器物埋藏深度

各有差异，但出土文物较多的三、七、八号坑的埋藏

深度在 １. ３０ ～ ２. ２０ ｍ 之间。

２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气象特征

广汉市属四川盆地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温

和，干湿明显，四季分明，春季降水较少，夏季较热，暴
雨多，秋季常有绵阴雨，冬季干燥。 多年平均气温为

１６. ３ ℃，最热为 ７ 月和 ８ 月，最冷是 １ 月，极端最高气

温为 ３８. ９ ℃，极端最低气温为 － ５. ３ ℃。 多年平均

降水量为 ８９０. ８ ｍｍ，降雨主要集中在 ６ 至 ９ 月，多年

平均相对湿度为 ８２％。 各月平均相对湿度一般在

７５％ ～８５％之间。 监测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５ 月至２０２１
年 ５ 月，最高气温 ３８. ８ ℃，最低气温为 －３. ３ ℃，降水

量为 ９１０. ５ ｍｍ，日最大降雨量为 １０４ ｍｍ，最大相对

湿度为 ９９. ５％，最小相对湿度为 ２２. ５％。

３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
体系

３． １　 建立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体系的必要性

三至八坑被发现后，围绕如何突破现行的现场

保护方法和思维，在现场建立一个较为科学、系统的

保护体系，满足全面收集文物埋藏环境信息、安全提

取各类文物及遗存、尽可能采集潜在历史信息的需

求，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 根据前期勘探出

的遗存和一、二号祭祀出土文物研判，新发现的祭祀

坑群将会出土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海贝

等文物，以及潜在的竹木器、纺织品的残留物及其他

微痕信息。 广汉市多年气象数据显示，该区域夏季

气温高、潮湿多雨，阳光充足，冬季阴冷干旱。 从一、
二号祭祀坑出土文物状况来看，象牙与海贝经过地

下长期埋藏，物体中起粘结作用的有机成分已基本

降解或消失，内部仅存羟基磷灰石等无机物，微孔与

裂隙结构基本贯通，含水率高、多数已酥松碎裂［９］；
而竹木器、纺织品等有机质文物基本糟朽或碳化，仅
局部残存一些痕迹。 对勘探出土的骨渣及埋藏层土

壤进行含水率测试，结果显示，象牙残渣含水率为

４５％ ，埋藏层土壤含水率为 ２０％ ～ ２３％ ，据此判断，
祭祀坑埋藏环境为高含水率环境，出土角骨质文物

和有机残留物的含水率会很高，出土后极易因失水

而产生损坏，因此，采取适宜的预防性保护措施是本

次考古发掘的迫切需求。 另一方面，依照一、二号祭

祀坑的器物和遗存堆积、叠压状况判断，每个祭祀坑

的精细化发掘与文物提取需要较长时间，发掘时间

可能贯穿多个季节，在这过程中如果仅依靠一些应

急保护措施，而不对发掘环境温湿度与空气质量进

行干预控制，长时间的发掘清理，出土文物及微痕物

会因保存环境的突变而产生开裂、酥粉、剥落、霉菌

暴发等病害。 为有效抑制这些病变，给现场信息采

集、发掘清理及器物提取争取更多的时间，建立现场

预防性保护体系是非常必要。
３． ２　 三星堆祭祀坑现场预防性保护体系构架

祭祀坑考古现场保护体系由应急保护、预防性

保护和安全防护三部分组成。 现场预防性保护主要

由考古舱、考古舱环境调控系统、空气质量监测系

统、土遗址监测系统、脆弱文物预防性保护设备、区
域气象站和监测信息智能平台组成。 组成构架如

图 １ 所示。

图 １　 祭祀坑考古现场保护体系构架图

Ｆｉｇ． １　 Ｆｒａｍ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ｉｔ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



第 ３ 期 谢振斌等：基于环境监测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 ７３　　　

４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埋藏环境监测

４． １　 监测系统布置

发掘前，在祭祀坑考古大棚内外和发掘舱内的

不同区域建立了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土遗址监测系

统和局域气象站。 土遗址监测系统和局域气象站

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安装完成，土遗址监测系统包

括不同区域的梯度土壤温度、体积含水率与电导

率；局域气象站包括大气温湿度、二氧化碳、二氧化

氮、风速风向、降雨量、光照、紫外等监测指标。 考

古大棚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建成。 考古舱环境调

控系统和监测系统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完成，其
监测内容包括空气温湿度、有机挥发物（ＶＯＣ）、光
照、紫外、二氧化碳、二氧化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为满

足土遗址保护需要，根据祭祀坑分布状况，在考古

大棚内外又布置了 ６ 组不同梯度的土壤监测终

端，完善了土遗址监测系统。 监测系统为准确掌

掘了祭祀坑埋藏环境，科学实施考古现场出土文

物预防性保护提供了依据。 监测点布置如图 ２ 所

示。

图 ２　 监测点布置图

Ｆｉｇ． 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４． ２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埋藏环境监测数据分析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埋藏文物赋存环境以考古大

棚修建、考古舱建成、文物露出作为时间节点，可分

为全曝露自然环境、半曝露自然环境和人为营造环

境 ３ 种状态［１０］。
考古大棚修好前（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前），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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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完全曝露于自然环境中，根据广汉市气象数据，
祭祀区 ６ ～ ９ 月气温高、降雨多，湿度大，这期间祭

祀坑文物埋藏层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 以三号坑深

１. ５ ｍ 区域埋藏土壤为例（图 ３），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

至 ８ 月 １０ 日，该处土壤最高温度达到 ２８. ５ ℃。 土

壤体积含水率在 ４４. ５％ ～ ３２％ 之间波动，且受大气

强降雨影响非常明显，当降雨强度超过 ４ ｍｍ ／ ｄ 时，
其含水率和电导率在雨后 １ ～ ２ 天急剧增加，越靠近

地表区域，波动幅度越大。
考古大棚建成后，祭祀坑埋藏环境逐步由全曝

露自然环境向半曝露自然环境转变，因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至 １１ 月期间过渡特征较明显，半曝露自然环

境监测数据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开始。 同一点的土壤

监测结果显示（图 ４），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处土壤最高温度为 １８. ２ ℃，最低温度

为 １２. ６ ℃，波动幅度为 ５. ６ ℃；体积含水率在

４１. ３％ ～３９. １％之间波动。 对比同时期该点的监测

数据，半曝露自然环境下，０. ８ ｍ 以上的土壤温度和

含水率受外界气温与空气湿度影响而波动；０. ８ ｍ
以下的土壤含水率主要受大棚外地下水的水平补给

和毛细水影响，此时，文物赋存环境的温度与含水率

呈现季节性波动特点，但波动幅度明显变小。

图 ３　 三号坑深 １. ５ ｍ 处（２０２０. ５. １１—２０２０． ８. １０）温湿度与电导率曲线

Ｆｉｇ． 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ａｔ １. ５ － ｍｅ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Ｎｏ. ３ ｐｉｔ （２０２０. ５. １１ ～ ２０２０． ８. １０）

图 ４　 三号坑深 １. ５ ｍ 处（２０２０. １２. １—２０２１. ９. ３０）温湿度与电导率曲线

Ｆｉｇ． 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ａｔ １. ５ － ｍｅ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Ｎｏ. ３ ｐｉｔ （２０２０. １２. １ ～ ２０２１. ９. ３０）

　 　 文物发掘出露后，如不对舱内的温湿度和空气

质量进行人为干预，文物仍处于半曝露自然环境，露
出的文物极易受外界温湿度变化、空气污染物、降
尘、微生物、紫外光及人为因素的影响［１１ － １２］。 三号

祭祀坑埋藏器物及遗存堆积叠压关系十分复杂［９］，
精细化发掘与信息提取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有些文

物从露出到提回库房，要在原位保存 ３ 至 ４ 个月，这
期间，如不对考古舱内环境进行人为干预，有些文物

（如象牙、海贝、漆木器残留物等）极易产生开裂、酥
粉等病害。

为了给考古舱环境调控提供依据，在祭祀坑发

掘过程中，对每个坑不同深度填土的含水率、ｐＨ、密
度按 ＧＢ ／ Ｔ ５０１２３—１９９９《土工试验方法标准》进行

测试，结果如图 ５ ～ ８ 所示。
测试结果表明，每个坑填土的重量相对含水率

变化没有规律性，其数值在 １８. ３９％ ～ ２２. ６９％ 之间

波动，与之前 １. ５ ｍ 深处土壤含水率基本相同（土
壤监测终端所测含水率为体积含水率）。 ６ 个坑的

填土都呈弱碱性，其中四号坑填土 ｐＨ 值最大，为
７. ４９ ～７. ８０。 ６ 个坑的填土密度在 １. ８６ ～ １. ９９ ｇ ／ ｃ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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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各个坑的每层填土的密度变化都没有规律性。
整体来看，各个坑填土的物理性能存在一定差异，但

都呈现含水率高、密度大、弱碱性的特点，这给文物

制造了一个潮湿、封闭、弱碱性的赋存环境［１３］。

图 ５　 三号坑不同深度填土的重量相对含水率、ｐＨ 值及密度

Ｆｉｇ． ５　 Ｗｅｉｇｈ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Ｈ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 ３ ｐｉｔ ｆｉｌｌ ｓｔｒａｔｕｍ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图 ６　 四至八号坑不同深度填土的重量相对含水率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ｆｉｌｌ
ｓｔｒａｔ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ｏ. ４ ～ Ｎｏ. ８ ｐｉ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图 ７　 四至八号坑不同深度填土的密度

Ｆｉｇ． 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ｌｌ ｓｔｒａｔ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ｏ. ４ ～ Ｎｏ. ８ ｐｉ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图 ８　 四至八号坑不同深度填土的 ｐＨ 值

Ｆｉｇ． ８　 ｐＨ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ｆｉｌｌ ｓｔｒａｔ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ｏ. ４ ～ Ｎｏ. ８ ｐｉ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５　 基于监测成果所采取的现场预防性保护

５. １　 考古舱温湿度控制

监测数据显示，考古大棚建成后，祭祀坑文物

埋藏层土壤温度在 １２. ６ ℃ ～ １８. ２ ℃之间波动，埋
藏层土壤体积含水率常年高于 ２８. ４％ 。 对勘探出

的象牙残渣分析，其相对含水率在 ４０％ 以上，孔隙

与内部裂隙发达、外部釉层致密内部酥松，在自然

条件下（如图 ９ 中第 ５ 种实验条件）极易失水。 基

于埋藏环境监测数据及象牙特性，设定考古舱环境

温度为 １８ ℃，波动幅度为 ２ ℃，湿度为 ８０％ 左右，
波动幅度低于 ５％ 。 考古舱温湿度控制通过考古

大棚、密闭考古舱与温湿度调控系统共同实现。 本

次发掘共设 ４ 个考古舱和 ２ 个过渡舱，其中 １ 号舱

（四号坑）长 ５. ９、宽 ５. ８、高 ５. ３ ｍ，２ 号舱（三号

坑）长 １０、宽 ９. ６、高 ５. ３ ｍ，３ 号舱（五、六、七号

坑）长 ９. ６、宽 ７、高 ４. ５ ｍ，４ 号舱（八号坑）长 ９. ６、
宽 ７、高 ３. ８ ｍ。 在 １ 号舱与 ２ 号舱之间设置过渡

舱，３ 号舱与 ４ 号舱之间设过渡舱，各舱之间通过

推拉门可连通可独立管理。 考古舱建于探坑上部，
主体框架采用钢制圈梁，地基铺设于地面，无地基

桁架安装，立柱采用方管，横梁为矩管。 屋顶采用

硅岩净化板，四周采用大面积厚 ５ ｍｍ 的高透光亚

克力板模块化铝塑窗框，亚克力板透光率为 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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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阻隔率为 ９３. ３５％ 。 舱内安装考古信息记

录系统、新风系统、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及无紫外

冷光源照明等设施。 １、２ 号考古舱环境调控系统

由水冷温湿度控制、加湿器和新风组成，３、４ 号考

古舱环境调控系统改进为直膨式恒温恒湿调控机

组 ＋ 加湿段 ＋ 杀菌段（高压静电杀菌） ＋ 新风段组

成，通过这些技术集成，考古舱内的温湿度能达到

预设要求。
５. ２　 考古舱空气质量维护

舱内空气质量通过新风系统和控制舱内人数等

措施来维护。 不同条件下，舱内 ＣＯ２、ＮＯ２ 体积浓度

测试成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不同测试条件下舱内 ＣＯ２、ＮＯ２ 体积浓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２ ａｎｄ ＮＯ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１０ － ６）

测试项目
舱内人数

０ 人

设定人数

四分之一

设定人数

二分之一

设定人数

四分之三

设定人数

满员

新风关闭 ＣＯ２ 体积在空气中占比 ５００ ～ ５５０ ８２０ ～ ９３０ １ ０４０ ～ １ １２０ １ １５０ ～ １ ２９０ １ ３５０ ～ １ ４６０
ＮＯ２ 体积在空气中占比 ０. ０６０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０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６４

新风换气 ２ 次 ／ （ｍ３·ｈ） ＣＯ２ 体积在空气中占比 ４００ ～ ４６０ ６５０ ～ ７３０ ８００ ～ ８９０ ９１０ ～ １ ０３０ １ ０９０ ～ １ １５０
ＮＯ２ 体积在空气中占比 ０. ０６０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０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１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６４

新风换气 ４ 次 ／ （ｍ３·ｈ） ＣＯ２ 体积在空气中占比 ３７０ ～ ４２０ ５５０ ～ ６３０ ７３０ ～ ７８０ ８２０ ～ ８７０ ９１０ ～ ９８０
ＮＯ２ 体积在空气中占比 ０. ０６０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０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１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 ０. ０６４

　 　 测试结果表明，当加大新风换气次数，减少舱内

人员时，舱内 ＣＯ２ 浓度明显降低，但 ＮＯ２ 浓度变化

较小；当新风换气次数按 ４ 次 ／ （ｍ３·ｈ），４ 个舱的人

数分别达到设定的 ８ 人、２１ 人、１３ 人、１１ 人时，舱内

空气中 ＣＯ２ 体积占比低于 １ ０００ × １０ － ６，ＮＯ２ 体积占

比低于 ０. ０７ × １０ － ６。
５. ３　 微生物病害控制

取祭祀坑埋藏层土壤进行微生物多样性分析，
结果显示，祭祀坑埋藏层土壤检测出毛壳菌属、伞状

霉属、被孢霉属、青霉属、毛球菌、曲霉属、念珠菌、节
菱孢属、木霉属、树粉孢属等真菌，其中念珠菌、木霉

属、树粉孢属、曲霉属为优势菌属；检出酸杆菌、马赛

菌、柠檬酸杆菌、极谱单胞菌新鞘脂菌属、硝化螺旋

菌门、伯克氏菌属黄杆菌、念珠菌、钩端螺菌属、假单

胞菌嗜甲基菌等细菌，其中念珠菌、节菱孢属、木霉

属、树粉孢属为优势菌属。 按 ＧＢ ／ Ｔ １８２０４. ３—２０１３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 ３ 部分：空气微生物》标
准对考古舱内不同工况下空气中的微生物采样分

析，结果如表 ２ 所示。
从 １ 号舱工况 ２ 检测结果可看出，当考古舱全

封闭且无新风和杀菌系统时，空气中真菌总数为

２ ９７９. ９ ＣＦＵ ／ ｍ３，高于我国 ＧＢ ／ Ｔ １８８８３—２００２《室
内空气质量标准》（细菌总数、真菌总数都不得高于

２ ５００ ＣＦＵ ／ ｍ３）要求，如果象牙类文物露出来后，置
于这种环境中，极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暴发以霉菌为

主的微生物病害，需采取微生物病害控制措施。

表 ２　 不同工况下考古舱内空气微生物数检测成果［１４］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ｂ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与测试结果 １ 号舱 ２ 号舱 ３ 号舱 ４ 号舱

工况 １
舱内固定 ８ 人，新风换气

４ 次 ／ （ｍ３·ｈ），无杀菌系

统

舱内固定 ２１ 人，新风换

气 ４ 次 ／ （ｍ３·ｈ），无杀菌

系统

新风换气４ ／ （ｍ３·ｈ），有杀菌

系统，舱门经常打开，舱内无

人员进出，始终保持 １３ 人

舱内固定 １１ 人，舱内人员静

止，新风换气 ４ 次 ／ （ｍ３·ｈ），
有空气杀菌模块，舱门关闭

测试结果
细菌总数 １１０. ７ ＣＦＵ ／ ｍ３

真菌总数 １５０. ８ ＣＦＵ ／ ｍ３

细菌总数 ２１５. ５ ＣＦＵ ／ ｍ３

真菌总数 ２７０. ７ ＣＦＵ ／ ｍ３

细菌总数 ９６. ６ ＣＦＵ ／ ｍ３

真菌总数 ３２０. ４ ＣＦＵ ／ ｍ３

细菌总数 ６１. ２ ＣＦＵ ／ ｍ３

真菌总数 ５８. ９ ＣＦＵ ／ ｍ３

工况 ２
舱内无人，新风停止２ ｄ，
无杀菌系统

舱内固定 １５ 人，新风换

气 ４ 次 ／ （ｍ３·ｈ），无杀菌

系统

新风换气 ４ 次 ／ （ ｍ３ ·ｈ），有
杀菌系统，舱门经常打开，舱
内有人员进出，但始终保持

１３ 人

舱内固定 １１ 人，舱内人员工

作，新风换气 ４ 次 ／ （ｍ３·ｈ），
有空气杀菌模块，舱门关闭

测试结果
细菌总数 ４５９. ３ ＣＦＵ ／ ｍ３

真菌总数 ２ ９７９. ９ ＣＦＵ／ ｍ３

细菌总数 ６０． １ ＣＦＵ ／ ｍ３

真菌总数 ９７５． ３ ＣＦＵ ／ ｍ３

细菌总数 ３４９． ８ ＣＦＵ ／ ｍ３

真菌总数 ７３１． ４ ＣＦＵ ／ ｍ３

细菌总数 １２３． ７ ＣＦＵ ／ ｍ３

真菌总数 ５３０ ＣＦＵ ／ ｍ３

　 　 注： 所有工况下，考古舱温度为（１８ ± ２）℃，湿度为 ８０％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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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考古现场生物病害防控常采取喷洒杀菌抗

藻剂防治与机械清除方法［１５］。 本次发掘拟对埋藏

层土壤和器物内泥土进行有机残留物分析及出土骨

渣和象牙 ＤＮＡ 测定，加之祭祀出土象牙数量大，保
护周期长，如前期就使用杀菌抗藻剂会使微生物产

生耐药性［１６］，同时抑菌剂会促使微生物群落发生改

变，产生新的微生物种属，可能对文物造成更大的破

坏［１７］。 为避免对样品分析和后期保护造成影响，发
掘过程中，通过控制考古舱温度与舱内人数、穿戴防

护服与手套及口罩、新风换气，空气净化杀菌等物理

措施来抑制微生物病害。 根据表 ２ 检测结果，当考

古舱门关闭，舱内人员不超过规定人数，所有人员

穿戴防护服和口罩，换气次数为 ４ 次 ／ （ｍ３ ·ｈ）时

（１ 号舱工况 １、２ 号舱的工况 １ 与工况 ２），舱内空气

中细菌数量为 ６０. １ ～ ２１５. ５ ＣＦＵ ／ ｍ３，真菌数量为

１５０. ８ ～ ９７５. ３ ＣＦＵ ／ ｍ３；而当空气质量调控系统中

加入杀菌功能时 （４ 号舱工况 １ 和 ２），舱内空气

中细菌数量为 ６１. ２ ～ １２３. ７ ＣＦＵ ／ ｍ３，真菌数量为

５８. ９ ～ ５３０ ＣＦＵ ／ ｍ３。 测试结果表明，采取这些物理

抑菌措施后，舱内细菌和真菌远低于 ＧＢ ／ Ｔ １８８８３—
２００２ 要求。 对比 １、２ 号舱与 ４ 号舱的检测结果可

知，环境调控系统中的杀菌模块能有效降低考古舱

空气中的细菌和真菌总数，对发掘过程中控制微生

物生长具有积极作用。 对比 ３ 号舱与 ４ 号舱的检测

结果可以看出，考古舱门是否关闭、舱内人员流动状

况对舱内细菌和真菌数量有较大影响。
实际工作表明，系列物理防治措施取得了非常

好的效果，四号坑象牙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露出，６ 月全

部提取；三号坑象牙于 ３ 月露出，７ 月底全部提取，
七号和八号坑象牙于 ８ 月露出，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仍在

提取，象牙和其他器物表面均没有暴发微生物病害。
５． ４　 保水保湿措施

虽然考古舱内为高湿环境，但监测数据显示，当
外界温度较高、湿度较低时，舱内日蒸发量仍可达到

１ ～ ５ ｍｍ，这对高含水率的脆弱质文物（如象牙）在
原位长时间滞留十分不利。 为减缓水分蒸发对出露

文物的影响。 文物露出后，采用高温灭菌的湿润毛

巾或吸水纸紧贴其表面，然后用保鲜膜将器物层进

行整体覆盖，防止其表面水分蒸发。 每天根据坑内

蒸发量情况，采取喷微雾方式对坑壁微量补水 ２ 至

３ 次，并用聚乙烯薄膜将坑壁四周进行覆盖，防止出

露文物快速失水。 没有工作时，用聚乙烯薄膜将坑

口封盖。 ２０２１ 年 ９ ～ １１ 月，开展了象牙残段在不同

条件下的失水试验，结果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　 象牙残段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失水率

Ｆｉｇ． ９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ｖｏｒｙ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试验结果表明，采取与发掘时相同的保水措施，
７０ ｄ 后，象牙残段失水率为 ２. ０６％ ，其他试验条件

下，象牙残段失水率均大于 １１％ ，自然条件下，７０ ｄ
后，象牙失水达到平衡，失水率为 ４０. ２％ 。 这说明

现场保湿措施极大地减缓了象牙失水速度。
５． ５　 信息智能管理平台

利用无线传感网络、移动通讯等技术，将考古舱

环境、土遗址环境、象牙保存库房环境等离散采集监

测数据通过信息智能管理平台统一存储、管理、展
示。 设置各项监测指标的阈值，当监测数据超出阈

值时实现异常事件预警，有利于管理者实时掌握现

场和库房环境，为精细化管理提供了科学手段。

６　 结　 论

当前考古现场保护主要是针对出土脆弱文物保

护与微痕信息提取需求开展的应急保护技术与分析

方法研究［１８］，而考古发掘引发的环境突变对文物所

产生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作用机理也十分复杂。 文

物从出土到进博物馆前的这个阶段恰好是出土文物

面临保存环境突变最大，最不稳定，最容易产生病变

的，这阶段该采取怎样的预防性保护体系，需要对文

物埋藏环境、不同阶段文物变化情况以及这文物变

化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联性等问题进行监测和研

究，为出土文物不同阶段的保存创造最佳环境，实现

文物病害变化的有效控制。 因此，在发掘前，对文物

埋藏环境进行分析与监测，发掘保护过程中尽可能

营造与原有埋藏环境相近的环境，对出土文物保护

极为重要。 另外，考古出土文物预防性保护应该从

考古发掘→整理、修复→临时存贮全过程去系统规

划。 监测也应基于物联网技术监测终端发展，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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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出土文物全流程的保存环境进行监测，而且要

对文物本体的变化状况进行跟踪监测与评估，使之

形成考古出土文物预防性保护的一部分。
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基于埋藏环境监测、出

土文物材质特性及保护需求，现场建立了应急保护

与预防性保护相结合的保护体系，虽然实际效果超

出预想，但由于这方面的工作国内外没有可以参考

的理论与实际案例，实施过程中，经历了不断摸索、
不断总结，不断完善的过程，许多理论依据与保护技

术需要深入研究、完善和提炼，并探索实践考古现场

预防性保护设施设备的标准化与产业化，为今后重

要遗址的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提供可借鉴经验与依

据。

致　 谢： 三星堆祭祀坑预防性保护体系建设过程中，文物保

护总顾问马家郁先生和首席专家吴顺清先生，以及全国四十

家合作单位的专家与工作人员为保护体系建设与出土文物

保护建言献策；重庆声光电智联电子有限公司、西安元智系

统技术有限公司、海尔集团、陕西十月文物保护有限公司等

单位为保护体系提供了相应的设施设备，并与我院技术人员

根据保护需求对一些设备共同进行了创新实践，在此，一同

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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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ｒ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ｅｎ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４９（４）：４６５ － ４６９．

［１４］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三星堆遗址工作舱空气微生物检测

报告［Ｒ］． ２０２１．



第 ３ 期 谢振斌等：基于环境监测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 ７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ａｂｉｎ ｏｆ Ｓａｎｘｉｎｇｄｕｉ ｓｉｔｅ
［Ｒ］． ２０２１．

［１５］ 刘自军． 饱水木质文物的微生物病害研究———以南海Ⅰ号沉

船和定陶 Ｍ２ 黄肠题凑汉墓为例［Ｄ］． 天津：南开大学，２０１８．
ＬＩＵ Ｚｉｊｕ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ｅｄ
ｗｏｏｄｅｎ ｒｅｌｉｃ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ｎｈａｉ Ｎｏ． １ ｓｈｉｐｗｒｅｃｋ ａｎｄ Ｄｉｎｇｔａｏ Ｍ２
ｈｕ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ｔｉｃｏｕ ｔｏｍｂ 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 Ｄ ］．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

［１６］ ＭＯＲＴＯＮ Ｌ Ｈ Ｇ，ＧＲＥＥＮＷＡＹ Ｄ Ｌ Ａ， ＳＵＲＭＡＮ Ｓ Ｂ，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ｏｆｉｌｍｓ ｔｏ
ｂｉｏｃｉｄｅｓ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８，４１：２４７ － ２５９．
［１７］ ＭＡＲＴＩＮ － ＳＡＮＣＨＥＺ Ｐ Ｍ， ＢＡＳＴＩＡＮ Ｆ， ＡＬＡＢＯＵＶＥＴＴＥ Ｃ， ｅｔ

ａｌ． Ｔｗｏ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Ｏｃｈｒｏｃｏｎｉｓ， Ｏ． ｌａｓｃａｕｘ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Ｏ． ａｎｏｍａｌ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ｌａｃｋ ｓｔａｉｎｓ ｉｎ Ｌａｓｃａｕｘ Ｃａｖ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Ｊ］ ． Ｆｕｎｇ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１６：５７４ － ５８９．

［１８］ 于宗仁，苏伯民，陈港泉，等．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在

考古发掘现场应用支撑研究中分析体系的构建［ Ｊ］ ． 敦煌研

究，２０１３（１）：５１ － ５５．
ＹＵ Ｚｏｎｇｒｅｎ， ＳＵ Ｂｏｍｉｎ，ＣＨＥＮ Ｇａｎｇｑ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Ｊ］ ．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１）：５１ － ５５．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ｉｔ ａｔ Ｓａｎｘｉｎｇｄｕｉ ｓｉｔ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ＸＩＥ Ｚｈｅｎｂｉｎ１， ＴＡＮＧ Ｆｅｉ１， Ｗ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１，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ｇ１， ＬＩ Ｊｕｎ２， ＸＩＡＯ Ｑｉｎｇ１， ＲＡＮ Ｈｏｎｇｌｉｎ１，
ＳＵＮ Ｑｕｎ３， ＤＥＮＧ Ｈｏｎｇ４

（１．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４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Ｏｐｔｉｃ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Ｚｉｌｌｉｏｎ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 Ｌｔｄ．，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４． ＭｉｃｒｏＷｉ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 Ｌｔｄ．，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ｆｅｗ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ｉｔ ａｔ Ｓａｎｘｉｎｇｄｕｉ ｓｉｔｅ， ａ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ｂｉｎｓ，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 ａｉｒ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ｔｃ．，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ｅｎ ｓｉｔｅ －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 ｂｕｒ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ｗａ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ｂｉ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ｉｒ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ａ ｃａｂｉ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 ａｉｒ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ｂｉ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ｉ，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２， ａｎｄ ｓｌｏｗ ｔｈｅ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ｃｓ （ｅ． ｇ．， ｉｖｏｒｙ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ｃｒｉｓｐ ｐｏｗｄ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ｌｄｅｗｉｎｇ ｏｆ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ｈｅ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ｏｎ － ｓｉｔ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ｉｔ ａｔ Ｓａｎｘｉｎｇｄｕｉ
ｓｉｔｅ ｃｏｕｌｄ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ｔ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ｎ － ｓｉｔ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ｉｔ ａｔ Ｓａｎｘｉｎｇｄｕｉ ｓｉｔ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 Ｂｕｒ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潘小伦；校对　 张存祖）


